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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发生了从总

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变。[1]治理行动呈现自

上而下特征：从国家到地方，再到直面社会的基

层。乡村产业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亦是如此，多为

自上而下的直控型治理。这类治理行动的出现

离不开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力度的空前强化。

环境治理上升为“国家意志”[2]，促使治理绩效

得到发展，呈现治理格局的总体良好[3]。但环境

治理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治理背景下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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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强调发展生产力的产业振兴与“去生产力”的治理方式之间，以及产业绿色化与绿色化

能力不足的多重张力之间，乡村产业环境治理的绩效稳定性受到高度关注。这既关乎乡村全面振

兴，也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河镇粉浆水治理事件为案例，采用历时性分析，考

察河镇乡村产业污染治理过程，构建国家、基层政府与市场的分析框架，探究环境治理绩效的稳

定性不足缘由。研究发现，在国家的治理逻辑、基层政府的复合逻辑与治理对象的市场逻辑无法

实现耦合的情况下，会在不同风险阶段造成一时有效、短期有效和阶段有效等不同特征的绩效不

稳定现象。在乡村产业生态环境治理中，由于多主体之间逻辑无法耦合，引发治理中经济、社会与

生态的失衡，导致治理不稳定。鉴于此，提出发展型治理，强调应当治理经济的污染，而非治理污

染的经济。治理长治长效的实现需要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平衡，避免“去生产力”治理引发经济、社

会与生态失衡。从“去生产力”治理方式转变为发展型治理，能够促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市场的逻

辑耦合，实现长治长效，助力乡村产业绿色化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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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不稳现象。在乡村产业生态环境治理领域

中，更是存在发展生产力的产业振兴与“去生

产力”的治理方式、产业绿色化与绿色化能力

不足的多重张力，加剧治理绩效不稳定。“去生

产力”的治理方式是指执行主体为了环境治理

绩效达标舍弃经济发展，通过消除带有污染问

题的产业经济实现有效治理，将消除产业经济

的污染问题变成消除污染问题的产业经济。“去

生产力”的治理方式虽然实现治理有效，但这

种方式背后充斥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的逻辑张

力，表现为一方消除经济与另一方追求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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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导致治理的绩效稳定性不足，引发污染的

时空延续，如污染的就地隐藏、间歇性复发、异

地转移等，发生治理绩效在长时段中稳定性不

足困境，不利于中国建设环境治理长治长效机

制，也不符合《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制定的“2027年乡村治理更加有效，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的发

展目标”。聚焦乡村产业环境治理绩效稳定性何

以被影响，已有研究的解释主要包括三方面。

其一，影响环境治理绩效稳定性的经济要

素。无论已有研究，还是现实情况，都可发现环

境成本内部化为重点的环保倒逼式绿色转型会

使得农村小微企业面临环境保护和生产盈利之

间的张力。[4]由于很多企业不具备支付绿色化

的能力，导致环境治理演变为通过企业的“停

产”“搬迁”“整顿”。然而，这种做法会影响政

府财政收入、间接影响环境治理的持续推进和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5]同时，已有研究亦证明

当社区居民对污染行为具有依赖性时，会影响

环境治理绩效的可持续性。[6]其二，成为环境

治理困境社会根源的关系文化。中国乡村通常

被认为是熟人社会，充斥人情关系。差序格局是

乡村社会的典型特征。在已有关于乡村产业环

境治理绩效不佳的研究中不乏研究者从关系文

化出发，探究环境治理绩效不佳原因。譬如，罗

亚娟基于熟人社会的关系角度指出私人关系为

企业主污染行为提供的庇护影响着环境治理绩

效。[7]再如，李阳等人则指出权力结构、关系网

络会不断形成并巩固污染企业合法性的地方文

化。这种地方文化被视为导致环境治理困境的

根本原因。[8]这类研究多关注乡村产业的社会

基础，强调治理要从社会基础出发。[9]其三，污

染在治理中得以存续的制度空间。制度空间的

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关注基层的乡镇政

府，强调政府主导的直控型治理有简单化趋势，

在治理中秉承“不出事”逻辑[10]，片面的碎片化

治理[11]、应急型治理[12]、项目制治理[13]难以解

决系统的结构性污染，容易陷入污染—治理—

再污染—再治理的循环困境中。另一方面强调

治理体制，如李侃如认为职权划分与激励结构

是造成政府在企业环境治理中的承诺与绩效

间出现裂痕的系统动力。[14]张玉林指出“政经

一体化”导致治理绩效不佳。[15]任克强提出政

绩跑步机导致属地政府关注经济忽视环境[16]，

影响治理绩效。这类研究多强调政府制度对环

境治理的影响。[17]

应当承认，既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

治理绩效的稳定性不佳给出一些解释，但仍有

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地方。环境治理绩效的稳定

性是环境治理行动的结果。环境治理行动经历

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再通过行政发包方式，

传递至基层政府，以基层政府为治理执行者，

与治理对象的互动博弈。这里基层政府是指乡

镇政府。基层政府在乡村产业环境治理中会结

合地方政府向下传递治理任务的态度与压力，

采取不同治理策略。质言之，基层政府并非完

全按照国家层面推动的治理逻辑行动，而是根

据地方政府与自身情况，采取治理行动。

然而，已有研究多强调政府—市场对治理

绩效的影响。这类二元的结 构性视角很 难完

全契合现实的治理行动。在自上而下的治理行

动中，涉及国家、基层政府、治理对象等多个主

体，存在至少三种不同逻辑：国家层面的行动逻

辑，基层政府的复合逻辑与治理对象的行动逻

辑。不同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直接影响治理

的绩效稳定性。鉴于此，本文参考多重制度逻

辑这一理论工具[18]，尝试建构环境治理绩效变

迁的分析框架，探究环境治理中污染存续现象，

试图回答为何在局部地区会发生乡村产业环境

治理绩效稳定性不足现象？不同于“污染避难

所”[19]假设与污染异地迁移研究[20]，本文更关

注立体的、动态的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历程。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环境治理绩效是国家、基层政府与治理对

象等多主体互动产生的动态社会事实。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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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重逻辑互动，使环境治理绩效呈现出多样

性、复杂性、动态性。既有研究多倾向从某一特

定角度展开分析，却忽视多主体之间的逻辑关

联。正如周雪光所言“社会科学主流的研究思

路和风格趋向于关注某一种机制并在研究过程

中将其‘孤立分化’以供解析，而不是从各种机

制之间的关系中理解、认识其作用”。[18]这种分

析可能会发生对社会事实的扁平化处理。事实

上，环境治理中关联主体众多，利益复杂，这并

非单一逻辑所能为。环境治理绩效的稳定性分

析亟需从单逻辑观察走向多逻辑分析。

基于乡村产业环境治理政 策执行过程考

察，不难发现环境治理绩效的稳定性发生在国

家（治理设计者）、基层政府（治理执行者）和

市场（治理对象）的互动中。环境治理绩效的稳

定性经历行政发包（国家到地方政府）—行政

转包（地方政府到基层政府）—行政承包（基层

与治理对象）的过程。国家在整个治理过程中

处于顶层，是顶层设计者、行政发包者与制度支

配者，直接影响转包者、承包者的执行。基层政

府是承包者、转包者与执行者，理想设定中需要

服从国家制度政策安排，扮演治理行动的推动

者形象。市场是企业，是治理对象，同时还是乡

镇经济组成部分，是属地社会成员。市场一方面

需要遵守国家层面的制度法规和地方推动的治

理要求，另一方面还需满足主体的经济与生活

需求。因此，市场行动会受到国家制度的间接

影响、乡镇政府执行行动的直接影响和主体自

身的经济利益影响。综上所述，本文结合乡村

产业环境治理中行政发包方—行政承包方—治

理对象的多主体结构，构建国家、基层政府与

市场的分析框架，旨在揭示多主体的行动逻辑

是如何影响治理绩效的稳定性演变。分析框架

具体内涵如图1所示。

图1   分析框架图

正如图1所示，作为自上而下的乡村产业生

态环境治理，是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通过

行政发包方式传递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转包

乡镇政府，再由乡镇政府在乡村场域直接与市

场主体互动，开展治理工作。国家的治理逻辑

是从长远利益、整体层面出发，提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经济、社会与生态效

益的共存，提出乡村生态振兴、乡村全面振兴

等国家战略，并制定相关制度法规。国家的治

理逻辑到基层执行，是通过行政发包方式，由

地方政府基于科层逻辑转包基层执行者，即乡

镇政府。最终，乡镇政府以复合逻辑开展治理

行动。乡镇政府的治理行动是结合上级政府、

自身科层利益与执行风险的情境下生成。这个

生成过程中基层的科层逻辑受到上级科层逻

辑的压力，形成基层政府的复合逻辑。当然，

基层政府的复合逻辑中也会受到国家的治理

逻辑影响，表现在环境治理制度的国家意志，

如文本层面的制度政 策、实践 层面的中央环

保 督察组等。市场 逻辑体现为企业主在环境

绩效稳定性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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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中的利益-风险权衡。其中，利益来自企

业主与污染性经济的经济关联紧密程度；风险

是基层执行力度给市场主体带来的行动危险

程度。同时，乡镇政府在基层执行治理任务中

具有风险阶段性特征，与中国地方治理中普遍

存在的“压力型体制”密切相关。压力型体制背

景下，上级政府通过量化指标、考核问责、奖惩

力度等方式，将目标层层下压至基层。乡镇政府

根据上级的传递压力，决定如何分配有限的注

意力资源，以何种方式推动任务完成。上级传

递压力不同、则任务含有风险不一。不同阶段

的不同压力催生了差异化风险。

总的来说，在治理中，国家的治理逻辑是

作为顶层设计与宏观背景的存在，一方面通过

行政发包方式影响基层政府的治理行动，间接

影响到治理对象的污染行为；另一方面通过中

央环保督察组、制定法规来直接影响着污染行

为，对治理绩效稳定性产生影响。基层政府的

复合逻辑是地方政府的科层逻辑与乡镇政府

科层逻辑在乡镇政府执行中的交融产物，是乡

镇政府的执行依据，直接影响治理绩效的稳定

性。乡镇政府根据上级政府的科层反馈开展行

动，如上级下达治理任务时传递的治理压力。

市场逻辑是主体行动的依据规则，表现为市场

主体通过权衡污染行为的经济价值和治理行动

的风险强弱决定污染行动是否开展以及如何开

展。质言之，微观场域的乡村产业环境治理绩

效稳定性直接受到国家治理逻辑、基层政府的

复合逻辑与治理对象的市场逻辑影响。

（二）研究方法：案例分析

Y县河镇是课题组近年来长期关注的田野

点。在2020年6月至2024年11月，课题组曾多次

进入河镇调研，累计调研时长超过40天。本文

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收集资

料。调查对象的选取遵循“关键信息人”原则。

课题组重点访谈了县生态环境局朴先生、河镇

镇党委书记、污染企业与作坊的负责人，以及村

干部和受污染影响的村民。同时，这场乡村产业

环境治理和国家层面、县级层面的制度政策紧

密相关。课题组也注重收集2016年以来国家、

省级、县级层面的相关环境治理政策与新闻。

此外，结合课题组近年来的调研情况，长时段

乡村产业环境治理绩效变迁现象并非个例，在

中国环境治理的早期与现今，东部与中部都有

存在，如早期从苏南到苏北的污染产业迁移，

近年苏北到河南、安徽边界的污染企业迁移，

以及久治难愈的中国乡村散乱污企业。

河镇地处中部地区，红薯种植加工业是支

柱产业。河镇红薯种植加工历史悠久，具有栽

种技术成熟、效益高、产业链完整等优势。高

峰期河镇红薯种植面积高达6.5万亩，形成“家

家种红薯，户户打淀粉”的壮观局面。红薯加工

产业的存在形式为工厂与加工作坊，后者更为

普遍，是产业主体，也是污染主体。在红薯加

工过程（当地称为“打粉”）中会产生粉浆水污

染，给当地及其下游带来严重负外部性危机。

从2016年开始，河镇受自上而下的压力开始治

理红薯加工业污染问题（以下简称：粉浆水治

理）。但受治理能力和治理时间的限制，河镇乡

镇政府采取“运动式治理”方式，快速治理污

染，通过关停污染企业或污染作坊的方式，推

动治理有效。在这场环境治理中涉及众多行动

主体，如上级政府与乡镇政府、乡镇政府与污染

企业。总的来说，本文选择河镇粉浆水治理案

例，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案例的复杂性与前瞻性。河镇地区

经历八年有余的污染治理。然而，长达八年治

理后仍有污染存在。当地污染发生从在地显性

污染到事后显性污染，再到在地隐性污染，以及

如今的异地隐性污染等一系列变化。漫长的污

染治理过程是案例复杂性与前瞻性的体现。其

二，案例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河镇案例既包含

时间层面的污染复发，又包含空间层面的污染

存续，与环境研究的经典话题“环境治理绩效

不佳”紧密相关。同时，这一案例在一定程度上

亦可与陈阿江等人采用机会结构在动态层面分

析污染未能清除的空间迁移现象[21]产生对话。

案例中直控式治理的多元协同不佳现象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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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中具有普遍性。其三，案例的独特性

与可推广性。本案例作为后发展地区，相对国内

江浙沪等沿海发达地区，在环境治理中缺少强

有力的资源投入。作为后发展地区，其环境治

理有着和东部地区显而易见的独特性。同时，案

例作为后发展地区中远离城市，且非所在县域

发展重心的存在，处在“核心-边缘”结构中的

边缘地区。相对于中心地区，其往往更能带来

新理论与新机制。

三、治理绩效稳定性不足的历
时性呈现

本部分以河镇地区为例，着重通过治理中

行动策略与污染行为的演变（如表1所示）展

示治理绩效稳定性不足的历时性表现。这种表

现展现在乡村产业环境治理过程中污染的存

在与继续，分别具有一时有效、短期有效与阶

段有效的特征。一时有效指上级巡查期间的治

理取得良好结果；“短期有效”是指乡镇政府

在检查期间治理获得良好效果且这段时间效

果比较稳定；“阶段有效”是指在治理后一两

年内效果的稳定性。但随着时间推移，乡镇政

府本身注意力有限，待制度约束降低时，污染

再度复发。
表1   不同风险阶段不同主体的行为反应

时间演变 治理
特征

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表
现 风险状态 污染存续的

空间演变
低风险阶段
（2016.09—
2019.12）

象征
治理

象征性巡查与偷偷打
粉

低治理压力的
低风险状态 显性存续

高风险阶段
（2020.01—
2020.10）

铁腕
治理

前期：高频率、全方位
巡查治理对象观望；
后期：紧张对立

高治理压力的
高风险状态

治理对象开
始观望

中风险阶段
（2020.11—
2021.02）

折中
治理 制度设缓与大户打粉 高治理压力的

中风险状态 隐性存续

高风险阶段
（2021.03—
2023.12）

连带
治理

前期：高频率、全方位巡
查治理对象再次观望；
后期：治理对象部分放
弃，部分转移

高治理压力的
高风险状态 异地存续

（一）一时有效：低风险阶段的象征治理与

显性存续的污染

低风险阶段，污染存续时空特征多表现为

显性存续。显性存续相对于隐性存续而言，是以

较为明显的方式继续存在的污染现象。显性存

续与低风险阶段的象征治理紧密相关。象征治

理策略下，治理绩效呈现为一时有效，治理绩

效呈现“临时性、应付性”特征，效果往往只能

保留在上级亲临现场的期间。

象征治理是指通过符号或象征性的措施实

施治理，治理者并不真心或无力实现正式规范

所要求的目的[22]，具有很强的应付性特征。如，

对上级的应付，在上级督察时，基层表现出治理

积极性，上级监查力度放松后，治理力度也会随

之放松。再譬如，作为治理行政末梢的基层执

法人员及乡村干部出现包庇行为，无上级监管

时他们对污染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象征

治理的出现并非偶然，是上级压力传导下基层

在日益繁多任务中进行轻重缓急的形式主义体

现，尤其当时政绩考核还处于缺少“环保一票

否决”的强GDP核心的晋升锦标赛体制。以河

镇2016至2019年的象征治理为例。其中，2016至

2017年，以停留表面的巡查宣传为主；2018年开

始季节性、阶段性巡查。这种巡查是特定时间

段（打粉季节的白天巡查）和主要道路巡查（打

粉一般晚上进行，白天收红薯，晚上打粉是河

镇的地方常识）。巡查集中在9、10月红薯打粉

前期，在后期10、11月开始放宽。打粉的企业主

们也在此找到规律，开始“选择性配合”：白天

老老实实配合治理，夜晚偷偷摸摸庭院打粉。

这是不成文的“共谋”。[23]

“上面查起来的时候分时间段,不是一直都

查,只要过了前面严的这段时间,后面就松了,持续

时间短。”（农户王先生访谈资料，20210502）

在本阶段中，污染呈现显性存续特征，即白

天不打晚上打、巡查不打过后打。企业主们对打

粉进行时间控制，污染行动仍“光明正大”存在，

成为本地人与属地管辖者都知道的默会知识。

（二）短期有效：中风险阶段的折中治理与

隐性存续的污染

2020年初，上级通过水质检测发现河镇水

源COD严重超标，河镇红薯加工业污染问题仍

然存在。这严重污染河镇及其下游地区的生态

环境。为此，上级采用高压方式推动基层政府

以铁腕方式治理污染。但该治理方式并未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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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久。2020年11月，治理对象们“不约而同”地

来到乡镇政府门口，他们强调因自家不能打粉

造成的经济收入降低，将返贫风险、经济降低

与污染治理相联系，以极具吸引力的“弱者受

害”景观引发社会注意。通过政治势能与弱者

地位带来的维稳压力，推动高压治理变为“折中

治理”。[24]折中治理为污染返场开了口子，提供

机会空间。折中治理的方案中企业主在登记、

缴纳押金后，按照规定可继续打粉。规定要求

打粉者必须给存放粉浆废水的水池铺上薄膜，

不能排入河流、土地中。

从污染指标看，治理取得效果，在短期内呈

现良好的绿色转型趋势。实际上，许多企业主

看似在按照规定打粉，但一吨红薯十吨废水的

现实直接告知课题组在企业主的执行过程中有

诸多折扣，如偷排污水。他们表面遵守规则，实

际偷偷排放，还会故意留一些污水装作循规蹈

矩。这时污染存续更是一种隐性污染存续，表

现为污染的在地逃逸，即污染行为在中风险约

束下发生时空维度的在地隐形化。在地隐形化

是指环境问题在治理过程中在时空维度层面发

生从显性污染转变为隐性污染的过程，是显性

化的环境问题通过解构策略转变成隐性的环境

问题，表现在时空两个维度。时间层面的在地

隐形化，企业主选择松懈时期进行夜间污染。

原先污染是不分白天与黑夜，治理后变成非严

查期的半夜污染。空间层面的在地隐形化既是

地理空间的隐形，又是社会空间的隐形。地理

空间的污染“隐身”表现在污染地点、污染物的

隐蔽化，如转移打粉地点，选择偏僻的村内沟

渠、自家房屋和废弃土地等隐蔽地点，利用土

地渗水、地点偏僻等特点隐蔽污染物与污染活

动。社会空间的隐形表现为污染信息的掩盖与

封锁。社会成员在污染信息传播方面成为“沉

默的大多数”。[25]

本阶段治理在9月至11月的检查期，治理

要求 看似都能够达标，但实际上是因为治理

对象 通过延期排放、错位排放等时空手段避

免污染行为被 发现，形成在检查期间内的短

期有效。

（三）阶段有效：高风险阶段的连带治理与

异地存续的污染

2020年的折中治理仅是河镇粉浆水污染

治理高压实践的插曲。折中治理带来的污染继

续，让县级政府意识到必须继续高压治理才能

消除污染。为此，在次年年初，县级政府再次

以高压推动治理。同时，继2020年河镇前镇党

委书记被调离，2021年年初，为配合接下来的

治理行动，时任河镇的镇党委书记吴书记也被

调离该岗位。连续两位镇党委书记的离场加重

河镇粉浆水污染治理行动的高风险约束。让新

任的镇党委书记更加关注治理行动，消除区域

内的污染。彼时高风险约束下河镇政府形成的

新治理行动，即连带治理。

连带治理表现为乡镇层面在实际执行中借

助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

带，通过利益情感、行政压力、刑事惩罚等连带

方式规制污染行为，以完成治理目标。连带治理

的推动是基于乡村特色的“连带式制衡”[26]，是

治理过程中对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性使用。具体

包括两方面：其一，制度性设定，将关键少数人

生涯前途与行动效果挂钩，如动员党员、村干

部带头签承诺书，不再打粉，监督周边人不打

粉；其二，借助责任包保制度，让小组长、村长

各级层面分片负责，形成向下动员机制。

毋庸置疑，高风险约束的连带治理让污染

行为难以继续，多数人放弃污染行为，实现本

地污染的清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治理有效。

但这种放弃更多的是被迫，而非主动。实际调

研中，很多治理对象仍在观望，期望风险降低

继续从事打粉行为。污染在河镇地区实现暂时

的有效治理。但在更为宏观的整体层面，污染

发生异地转移。一些较有经济实力的企业主通

过前往风险较小地区继续污染。同时，在2024

年11月课题组再回田野点时，发现一些企业主

重新在本地开始污染行为。在生计需求与环境

规制变弱时，治理对象再次继续污染，治理呈

现阶段有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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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基层-企业的多重逻辑
及其治理绩效稳定性

乡村产业生态环境治理是国家层面，以科

层传递方式，层层发包至乡镇政府层面的政治

任务。乡镇政府既是环保治理的行动者，又是

发展经济的推动者。污染企业、作坊，既是治理

对象，又是经济主体，还是本地人，治理对象

与本地社会、本地的乡镇政府之间有着密切联

系。治理对象的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当地产业发

展与社会稳定。然而，国家的治理逻辑传递基

层时，由于基层的乡镇政府受限治理能力与治

理时间的要求，在多重指标的复合考虑下，采取

运动式策略，以治理污染经济的方式推动有效

治理，导致国家的治理逻辑、基层执行的复合

逻辑与企业的市场逻辑之间未能达成耦合，引

发治理绩效先后呈现一时有效、短期有效和阶

段有效等绩效不稳定特征。

（一）国家的治理逻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在治理实践中，国家层面的治理逻辑出发

点是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逻辑传

递是通过科层制方式，行政发包至基层。这亦

是为何在治理中多以政府为主导，采用自上而

下的环境治理行动。质言之，乡村产业环境治

理行动的推进，依靠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国

家层面通过强化意识形态建设与治理制度化，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借助科层

制传递与法治化规训等策略，将治理行动推进

基层。

科层制传递表现在组织架构层面的优化。

2018年中国新组建生态环境部，新部门通过垂

直管理体系的强化、环境标准的统一制定、跨

区域流域机构的设立，打破传统属地管理的碎

片化格局，让环境治理从碎片式治理中脱离。

法治化的规训是将生态环保考察纳入一票否决

中；同时，修订《环境保护法》，构建法律手段。

通过科层式传递与法制化规训，中国实现基层

的生态环保意识形态优化，推动乡村治理层面

中央权威的再中心化，让中央重塑乡村产业生

态环境治理的国家角色，直接影响环境治理绩

效的演变。从2016年开始，以“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国家治理逻辑借助行政发包方式直

接深入基层，影响乡镇政府对待污染产业的态

度。同时期，河镇污染企业从原先的经济支柱

转变为治理对象。2021年环境治理力度更是得

到强化，提出“污染攻坚战”。治理行动从先前

的“坚决打好”变为“深入打好”，污染问题解

决更受重视。

（二）基层政府的复合逻辑：多重考量的指

标达成

乡镇政府承担基层日常的所有事项，包括

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社会稳定在内的各类

关于所辖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作

为环境治理政策的执行者，乡镇政府本身并不

具有制定政策的权力，而是贯彻上级政府或上

级部门的制度要求。韦伯认为，理想的科层制

组织应当是下级坚定服从上级的命令，按照上

级要求完成任务。[27](P8)然而，实际科层制中下

级并不完全遵从上级指令，可能还会存在上下

级的讨价还价、互动博弈。[28]基层并不是完全

不听从上级安排。在压力型体制[29]与目标考核

制背景下，无论以晋升为目标，还是寻求规避

风险的乡镇公务人员，都需要上级的评价与考

核。[30]因此，基层的行动逻辑既不是完全依据

上层的科层逻辑，也不是基层自身的科层逻辑，

而是地方与基层互动下的复合逻辑。这一复合

逻辑，是基于制度设定和实践适应下基层组织

人员的自我调整。对于乡镇政府而言，执行亦

需要人力、物力、财力，这些资源是有限的，且

作为外力影响着基层注意力。有限注意力与多

重考核目标的共存，容易让基层执行单位采取

运动式治理，采取选择执行、象征治理、折中

治理等策略。乡镇政府遵循的科层逻辑是在上

级科层理性与基层科层理性的指导下，综合考

虑“上”“下”“我”之后的复合行动。“上”强调

的是上级给予的风险导向，“下”是基层面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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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风险顾虑，“我”是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的自我风险利益考量。

聚焦本案例，乡村产业环境治理是借助科

层组织开展，通过政策文本的层级传递、考核

指标量化分解等手段，将国家层面的生态目标

转译为乡镇政府的执行任务。作为科层组织的

乡镇政府对政策执行风险、成本与收益进行总

体衡量，统筹上级制定的治理指标和乡镇发展

的经济需求、社会稳定等其他任务基础上，再

开展治理行动。在河镇，污染企业不仅是污染

者，还是地方经济支柱，是部分村民的生计依

靠，关乎河镇的经济、社会稳定性，关乎乡镇政

府的经济、社会任务。因此，河镇政府的行动落

实并非完全按照上级要求操作，而是结合乡镇情

况，在兼顾风险情境下，根据上级反馈压力与下

级反抗阻力，采取治理行动。这是为何在河镇环

境治理中不同风险时段中会存在不同策略。

（三）治理对象的市场逻辑：“安全第一”

的利益追求

现代化发展为乡村社会带来市场性。乡土

社会成员不再完全是斯科特所言追求“安全第

一”的“道义小农”。“安全第一”是指农户倾向

于选择风险最小化的生产策略，即使这意味着

牺牲潜在的经济收益。这种“生存理性”根植

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脆弱性：自然灾害的不可抗

力、市场体系的缺失以及社会保障的空白，共同

塑造规避风险的价值取向。[31](P16-41)但现代社会

中，生存理性受到市场理性的扩张影响。作为乡

村产业的主人，既是村民，又具有类“企业家”

身份，他们强调风险管控，但追求的不是风险最

小化，而是风险可控性。作为环境治理的治理

对象，企业主们的行动逻辑是自我需求的经济

追求，是风险可控的“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的利益追求呈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成

员的双重面向：市场理性与生存理性。

治理对象有着利益追求。利益驱动下，治

理对象将自身社会行动嵌入到治理结构中，进

行风险与收益评估后，决定是否继续从事污染

行为。以案例中河镇企业主们为例，开展环境治

理，要求企业主适应绿色生产，脱离以往的经济

追求模式。然而，在污染性的经济活动中企业

主追求的是经济而非污染，污染是衍生品。经

济追求和他们自身、家庭生计与发展需求密不

可分。家庭、个人发展都需要经济作为支撑。作

为治理对象的企业主，其行动逻辑是“安全第

一”的利益追求，是强调自身利益的满足与风险

的可承受性。这亦是为什么在治理中，污染企业

们有时会观望，有时会继续污染。这反映乡村

产业的治理逻辑与治理对象行动逻辑之间未能

有效契合，造成行动错位下污染难除，进而引

发治理绩效的不稳定。

（四）多重逻辑冲突与乡村产业环境治理绩

效稳定性不足

乡村产业生态环境治理场域中存在主体多

元化趋势，以宏观制度设计、基层治理策略和

市场行动反馈为切入点，发现国家的治理逻辑

驱动治理政策的制定。乡镇政府是政策执行

者，其与地方政府互动下形成复合逻辑影响执

行策略，治理对象的市场逻辑贯穿治理全程，

影响治理绩效的稳定性。在治理实践中，由于国

家层面的治理逻辑、乡镇层面的复合逻辑与治

理对象的市场逻辑之间未能有效契合，引发逻

辑间张力，导致治理绩效的稳定性不足。这种

逻辑冲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发包到承包的多重逻辑张力。行

政发包角度，国家政策落实到执行层面的实践

行动涉及层层政府，顶层设计的中央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与执行政策的乡镇政府是行政发包的

两端。发包的顶端，生态环境部遵循国家逻辑，

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承包的底端，作为

乡村产业环境治理的基层执行者，乡镇政府需

要遵循基层政府的复合逻辑。其既要接受上级

的指标考核，还需要接受经济、社会等其他方

面的指标考核。同时，治理政策传递基层的过

程中，被层层加码，要求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治

理任务，导致乡镇政府在执行中青睐运动式治

理，以图在短时间内达成治理指标。在本案例

中，河镇政府在治理早期的象征治理、折中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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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均离不开对本地经济社会稳定性的顾虑。而

后期迫于高风险约束，采用运动式的连带治理

在短时间内完成治理任务，和层层加码的治理

时限密不可分。总的来说，在行动过程中，河镇

乡镇政府需要考虑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

稳定。这一多维度考量促使有限资源的基层与

国家的治理逻辑之间存在张力，给污染继续发

生留下缝隙。在粉浆水治理中，乡镇政府不仅考

虑治理任务，同时还考虑到治理对本地产业经

济、民众生计的影响。尤其河镇红薯加工产业

是地方多数村民的主要生计，也是乡镇主要经

济支柱。污染企业在本地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地

位，让乡镇政府在这场治理行动中来回摇摆，

既要担心完不成治理任务的政治风险，又担忧

任务推动引发的社会经济不稳定。

另一方面是承包到执行的多重逻辑张力，

即污染问题的治理逻辑与治理对象的利益逻辑

之间的冲突。企业主们对污染行为的追求是基

于利益追求，不是污染自身。虽然，国家的治理

逻辑本意强调消除经济中的污染，实现经济、社

会与生态的共存。但在多数乡村产业环境治理

行动中，由于时间有限、绿色化能力不足与注意

力有限，基层政府往往采用运动式治理策略，

通过去生产力方式，实现治理有效，让消除污染

变成消除污染经济。虽然一些治理行动看似给

予产业变绿方案，但这些方案多数难以扩散推

广。以河镇为例，百万元一套的污水处理设备和

高额的污水处理成本远超出普通企业主的支付

能力。污染经济的治理逻辑与治理对象的市场

逻辑之间存在明显冲突，充分解释了为何在乡

村产业生态环境治理中污染行为会发生从显性

到隐性，从隐性到异地的迁移。

从发包到承包的多重逻辑张力，再到承包

与执行之间的多重逻辑张力充分展现乡村产业

环境治理场域的复杂性。国家的治理逻辑与基

层政府的复合逻辑之间存有的治理缝隙，让污

染留有继续存在的机会空间。市场逻辑支配下

的治理对象，通过张力缝隙寻求污染继存的机

会空间。这种机会空间不仅是污染本地复发的

机会空间，还有污染异地迁移的机会空间。污

染异地迁移机会空间的存在，缘于无论治理属

地的乡镇政府，还是非属地的乡镇政府，均有

经济考核要求。对于污染治理压力小的区域，

属地政府对污染企业的容忍度往往比较高。由

此，在地方政府对待污染的差异性态度中形成

污染得以存续的异地机会空间。[20]在承包到执

行环节中，环境问题的治理逻辑与治理对象的

市场逻辑相冲突，驱动治理对象继续依赖污染

经济，与利益追求一同形成治理对象继续污染

的内外动力。这一内外动力与治理缝隙的共同

在场致使环境治理绩效的稳定性不足。以河镇

地区为例，国家层面的环境治理任务通过行政

发包方式，传递到河镇地区。但河镇政府不仅

有环境指标，还有经济、社会指标，对支柱性产

业的“去生产力”治理，可能会引发经济、社会

层面的不稳定。因此，在治理矛盾爆发时，河镇

政府是在基层政府的复合逻辑中行动，早期采

用象征、折中方式让污染经济得以继续，后期迫

于上级高风险约束，采用运动式策略快速治理

污染，但该行为不仅消除污染，还消除经济。治

理对象难以接受，未能改变治理对象的经济生

产惯习，导致阶段有效的出现。

总言之，无论发包到承包中国家与基层的

多重逻辑张力，还是承包到执行中治理者与治

理对象的多重逻辑张力，背后都内涵经济、社会

与生态的失衡。对于乡镇政府而言，治理污染经

济可能引发经济、社会不稳定；对于治理对象而

言，在治理中自身生计需求难以保障，生计的再

生产成为难题。

五、应对策略：从“去生产力”
治理到发展型治理

发 展 是 解 决 中国 一 切 问 题 的 基 础 和 关

键。[32](P1-3)环境治理并非发展停滞。以“去生产

力”方式解决环境问题，会引发多主体间的逻

辑无法耦合，导致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失衡，产

生绩效不稳定现象。鉴于此，文章指出治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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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应从“去生产力”治理转变为发展型治理，应

从治理污染的经济转变为治理经济的污染。发

展型治理强调以发展谋取治理，关注在治理中

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共同在场，指出通过生产力

的绿色发展实现污染问题解决。发展型治理不

仅关注表面污染物、污染行动，还强调污染发

生背后的经济-制度-社会等要素，看到污染与

本地社会、经济的内生性关联。[33]发展型治理

的具体落实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制度设置优化。制度作为行动指南，

能够引导与约束治理行动。因此，可以通过转

变治理理念和完善治理实践来优化制度设置，

推动治理迈向长效化。首先，转变治理理念：从

治理污染的经济转变为治理经济的污染。前者

主要通过去生产力方式解决污染问题。后者强

调经济与生态的共同发展，强调污染问题解决

的同时，保障生产力的接续。在乡村生态环境治

理中，治理对象需要的是经济回报而非污染现

象。因此，一味地通过去生产力的方式解决污

染，可能会短时有效。但是，这未能根治污染问

题，没有解决治理对象的经济需求，容易留下

污染复发的隐患。鉴于此，需要转变治理理念。

这种理念转变推动了治理由末端治理迈向源头

调控。其次，完善治理实践，推动治理行动更

加适配乡村基本情况。一方面，结合乡村社会基

础，因地制宜落实治理行动。在治理过程中，需

要结合不同乡村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社会

情况，开展治理行动。将治理嵌入乡村社会，以

减少治理过程中的张力与阻碍。另一方面，推动

治理监督关注长期效果。通过创新长效考核与

问责机制，推进治理监督关注治理的长期有效

而非仅是短期有效。譬如，将发展型指标纳入

政府的乡村振兴考核要求中，对政府实行“环

保-经济”捆绑考核，以此避免政府因环保问责

压力过大而产生去生产力的治理行动。此外，

还可以加入跨周期的风险预警。通过季度或年

度的绩效稳定追踪，识别治理效果的变化，以

推动治理策略的及时调整。   

其二，推动经济转型。推行经济转型，保障

治理对象生计稳定是治理长效的重要一环。污

染问题的发生不仅源于机会结构的存在，还和

治理对象的内在动力相关。因此，乡村产业生

态环境治理不仅要尽可能消除本地污染发生的

机会结构，还需要解决治理对象发生污染行为

的内在动力。在乡村产业发展中，治理对象追求

的不是污染，而是经济行动带来的利益反馈。

污染的出现是治理对象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引

发的次生问题。因此，在乡村产业生态环境治

理中，推动治理对象放弃污染行动既需要压缩

污染发生的机会空间，还需要推动经济转型。

这种经济转型主要是通过生计替代、生计绿色

化，来实现治理对象的经济行为去污化。具体

而言，通过规范设置、奖惩措施、积极宣传、生

产调整等方式引导治理对象转变生产方式，推

动生产绿色化。这有利于在解决污染问题的同

时，保障治理对象的生产稳定性，推动治理绩

效的长效稳定。总而言之，通过经济转型，对治

理对象进行生计重构，切断了治理对象经济追

求与污染产生之间的关联，淡化了治理对象对

污染行为的经济依赖。

其三，发挥社会力量。乡村产业往往分布并

不集中，导致其污染也容易具有“散”“乱”特

征，需要政府投入大量注意力进行治理。然而，

政府的注意力是有限资源。面对这一张力，可

以发挥社会力量消解注意力有限带来的治理困

境。社会力量的参与不仅能够弥合政府注意力

有限可能引发的监督力量不足，还可以减轻政

府治理负担，减少政府在治理中的投入成本。

与此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治理，能够推动治

理迈向多元主体协同。这一方面能够发挥社会

力量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吸纳社会智慧，

改善治理策略与方式，推动治理更加适配乡村

社会的真实情况。此外，还可以借助数字技术，

为社会力量构建参与治理行动的线上渠道。数

字技术带来的线上渠道，重构了以往社会力量

参与环境治理的方式与机制。数字技术通过提

供匿名化、线上参与而非实体接触的信息传递

方式，弱化了人情面子、关系网络等主观要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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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参与造成的阻碍，有利于激活社会力

量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社会力量借助数字渠道

能够以不在场方式，跨越时空限制，及时有效

反馈污染变化，监督治理对象的生产行为。

总言之，治理绩效的稳定性实现需要关注

治理的整体性，了解污染物、污染活动与地方经

济社会之间的关联。治理方式需要从“去生产

力”治理转变为发展型治理，从治理污染的经

济转变为治理经济的污染。最后，还需补充本

文主要聚焦国家、基层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对

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和村民，本文并未将其单

独列为一个维度进行分析，而是放入到具体分

析中阐述。这种安排缘于本文聚焦于乡村产业

治理中国家政策传导、乡镇政府执行效能与企

业市场主体的互动逻辑，以宏观制度设计、基层

治理策略和市场行动反馈为切入点。村民和村

集体的暂未纳入，系因研究视角侧重行政主导

与市场力量的结构性关系，旨在解析政策落地

中的层级衔接与政企协同机制。村集体与村民

的具体参与放入到框架内容分析中，并非本文

的核心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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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Stability Analysi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Rural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tat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Market

WANG Shaokang
Abstract: Amid the multiple tensions between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which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and governance approaches that “de-productivity” governance as well as between 
industrial greening and insufficient greening capacity, the performance stability of rural industri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has received high attention. This issue is closely tied to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aking the 
treatment of starch slurry water in He Tow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ollution control process 
of rural industries in He Town through a diachronic approach,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volving 
the stat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market, and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inst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hen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state, the composite 
logic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the market logic of the governed entities fail to align, performance 
instability manifests in various forms—such as temporary, short-term, or phased effectiveness—across 
different risk periods. This reflects how the failure to align the logics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rural industri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triggers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imbalances, leading to governance instability. 
In light of this, the study proposes “development-oriented governance,” emphasizing that the focus should 
be on addressing economic pollution rather than treating the economy as the source of pollution. Achieving 
sustainable and long-term governance requires balancing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interests to avoid 
the imbalances caused by “de-productivity” governance. Shifting from “de-productivity” governance to 
development-oriented governance can facilitate the logical alignment of the stat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the market, thereby achieving sustainable and long-term governance and suppor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words: multiple subjects; performance stability; composite logic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development-oriente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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